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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从《寻乌调查》说起

1930 年代中央苏区作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已然成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讨论有关
于中国革命未来道路的重点区域。 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冶期间,毛泽东已经淡出中共中央最高决
策层,但是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对于中共中央此后一系列有关于土地革命的决
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此背景下,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首先强调
了毛泽东《寻乌调查》对于中共中央一系列决策的重要性,以《寻乌调查》为引,勾勒出中共中央对
于苏区阶级分化、土地关系的实质判断。 相较于非实地所作的《兴国调查》,毛泽东立足于实地状
况的《寻乌调查》真实地反映了寻乌乃至赣闽粤边区社会生活的风貌,具备相当的客观性。 通过
《寻乌调查》,可以了解到苏区土地革命中人口及土地占比情况。 相关数据显示,寻乌全县地主人
口成分占比为 3郾 445% ,土地占比为 30% ,连同富农在内的农民人口成分占比为 92郾 255% ,土地占
比为 30% [1]105。 该调查结果很容易将苏区土地革命爆发的原因导向苏区土地集中程度较高这一
推论。 然而《寻乌调查》的土地占比数据实质上忽略了地权分离这一特殊因素。 基于这一观点,黄
氏从《苏区部分地区土地占有状况调查》《福建土地占有情况调查》《江西土地占有情况调查》等相
关数据得出了苏区土地集中有限性的结论。 例如,“官埠头、官庄、黄龙洲三个村落到 1952 年土地
改革时,均没有村民被评上地主或富农成分的冶 [2]162。 “江西宁都刘坑乡是上述数据中地主占地唯
一超过 60%者,但该统计包括公田,且该乡地主出租土地中有 70%属于皮骨田,即业主占有田底权
(所有权),佃农占有田面权(使用权),佃农租额要比一般的皮骨全田低 20% ~ 30% ,这和一般意
义上的地主占地有一定区别冶 [3]96。 与此同时,黄氏运用自己独特的历史认知方式阐释了中央苏区
土地分散与这一地区实际存在着的土地占有严重不平衡现象的关系。 通过与《土地改革前华东农
村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统计》的比对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虽然苏区呈现土地分散的态势,但地主人
均占地一般为贫农的 10 ~ 30 倍淤。 地主与贫农之间人均土地占有的差距,实际上暗示了苏区土地
革命发生的诸般可能,它也从另一角度解释了苏区土地革命源流的多样性。

随着苏区土地革命的持续推进,地方豪绅很快便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此状况下,农村人口
和占地比例最大的农民成为苏区土地革命的重点关注对象。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将注意力转
向富农群体。 他将这种富裕的农民视为“半地主性的富农冶。 这一论断的出现实质上与党内“富农
路线的发展冶 [4]200密切相关。 对于富农群体的重点关注,使得苏区土地革命往往忽略了中农的影响
力。 而对于强调阶级分析的中共党人而言,中农的划分实际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基于此,黄氏
首先阐述了苏区土地革命对于中农的实质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中农形象的逐渐鲜明。 其中
毛泽东给中农下的定义是:“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另一部
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冶 [5]128,该定义表明中农实质
上是作为中共联合对象的身份存在的。 此外,黄氏也注意到在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共话语中,中农
作为联合对象的地位和紧密度往往随着中共中央判断的变化而改变。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不
但发现了中共对于中农群体的重视,因为尽力使中农成为主流阶层,符合中共的战略需求;而且通



过相关数据敏锐地觉察到由于中农和贫雇农具备不同的经济地位和利益诉求,二者之间必然容易
产生利益冲突。 对福建 14 个县 22 个村耕牛占有状况的调查显示,中农占有耕牛总数的 55郾 69% ,
贫雇农占有 32郾 63% [6]189。 江西九江县石门乡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农占有耕牛、农具的比例分别达
到 46郾 6%和 50郾 47% [3]146。 从生产资料占有状况来看,中农具有更大优势。 而一旦二者发生冲突,
贫雇农实质上具有绝对强势的地位,查田运动后苏区甚至一度形成了普遍打击中农的局面。 阶级
话语下中农与贫农的尴尬境遇正是由于苏区社会政治的排异性所造成的,而中农命运的浮沉不由
让人体会到具体历史情境的复杂性。

此外,苏区土地革命虽然处在一种复杂的历史情境中,但是整体来看,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无
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苏区土地革命能够成功的核心要点便是中共对于土地的实际分配与利用。
《寻乌调查》也涉及了苏区土地革命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公田问题。 《寻乌调查》对于传统
中国公田运作制度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央苏区的公田制度提供了相应的材料。 在《寻乌调
查》中,毛泽东将公田分为祖宗田、神道田、教育与社会公益性质的公田三类。 毛泽东有意用“阶级
斗争冶的眼光看待公田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之下,那些贫苦子孙往往闹着要分公田,同时富裕部分
的子孙却反对分公田,成为一种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冶 [1]108。 在此基础之上,黄氏结合公田制度以
及相关史实,从另一角度综合考量了公田对于重组农村社会权力结构、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的重要
意义。 这是因为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实际上都是公田比例较高的地区,其中,“闽北、闽西占
百分之五十以上冶,“赣南公田通常也能达到百分之二三十冶 [6]109。 对于公田的平均分配一方面可
以打破中央苏区聚族而居特征下宗法家规的制约,从而形成及时有效的新型农村权力结构;另一方
面也可以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土地使用权,将公田本身效率低下的集体利用方式转化为高效的个体
使用方式。 黄氏将这一举动称为“中共革命可以信手拈来的绝妙棋子冶,它对于中共苏区土地革命
的进行实际上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

通过作者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实际上是在一种复杂轨迹上逐步
推进的。 黄氏基于《寻乌调查》中所折射而出的土地革命问题,从苏区土地分散程度、中农认知、公
田利用价值等方面对苏区土地革命展开了全面而又细致的思考。 在此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了中央
苏区革命历程中的种种阻力与问题。 然而除却土地革命外,苏区革命制度的建设在苏区革命历程
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 1933—1934 年中央苏区革命制度建设的具体过程,
深入了解军事推行特征对于中央苏区制度建设造成的影响。

二、中央苏区的制度建设:军事推行的制度特征

毫无疑问,《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中论述最为精彩的篇章便是中央苏
区革命制度建设的有关内容。 本书以第五次反“围剿冶前后中央苏区的党建问题、政权建设问题、
文教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妇女、群众及红军等多角度呈现了中央苏区革命制度建设的特征及问题。
实际上,从 1930 年苏区建立起,强烈的军事推行特征与民主性特征往往处于一种此隐彼见的状态,
直至第五次反“围剿冶结束,基本划定了中央苏区发展的限界。 1933—1934 年由于国民党产生的外
部威胁以及党内高层领导人共识的形成,这一时期中央苏区始终坚持军队是基础、政党是灵魂、政
权是手足的指导方针,军事力量在苏区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建设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而苏区制度
建设中强烈的军事推行特征也为苏区的党建、政权建构、文教宣传等工作带来了些许弊病。

强烈的军事推行特征对于中央苏区党员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正如《赣西南会议记录》所
言:“党的组织的发展,是红军到达之后才发展的,毛泽东起草计划,要三天发展十万党员冶 [7]628。
黄氏明显注意到了军事力量对于政治力量发展的大力推动作用。 其突出的表现便是中央苏区党员
数量急剧增加,然而短时期内扩大党员数量必然会造成党员质量下降,这实际上是中共在苏区建构
庞大组织网络必然付出的代价。 面对这一问题,黄氏展开了思考。 他一方面发现中共保持强大组
织力的秘密———高质量的干部队伍培养,另一方面也关注到军事力量主导地位下党建工作的弊病。
黄氏发现军事推行的特征使得“无产阶级纯洁性冶成为党组织发展的首要因素,“成分论冶开始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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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道。 这使得苏区成分高的干部普遍不被信任,纷纷遭遇被洗刷的命运。 据统计,经过 1932 年初
的“肃反冶,“党的干部已大大的撤换了……全省的知识分子已去十分之九还要多一点冶 [8]696。 这个
问题虽然在之后引发了中共中央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重新思考,使得从政策方面知识分子被排
斥的现象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遏制,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忽略特定历史时期军事推行特征对于以
排除知识阶层干部为实际结局的“唯成分论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央苏区的政权建构后会发现,军事力量主导下的政权建构实际上也产
生了许多问题。 在言及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原因时,黄氏便注意到了中共苏维埃革命实际上是社会
政治领域的全新转换。 共产国际代表对于中共初期苏维埃政权状况的描述,从侧面印证了这一观
点:“试图躲在自己的区域内,用万里长城将自己同外界隔开,建立一个摆脱赋税、摆脱地主统治等
等的国家冶 [9]510。 这一时期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首先体现了“人民性冶的特征。 而在实际的制度构
建中,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沿袭了苏俄的体制和经验,实行代表会议制度。 地方政权往往实行“议
行合一冶制度,其中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是其首要原则。 黄氏对于苏区“村代表冶制度以及工农检察
制度的强调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央苏区政权建构的新变。 然而这种新变实际上一直处于苏区军事推
进这一基本背景之下,其造成的后果便是红军极度强势地位的生成。 这就导致了初期苏维埃政权
反而处于一种相对薄弱的状态。 来自中共内部的报告指出:“许多苏维埃政权,不但不能为群众谋
利益还要压迫群众,群众不认识苏维埃是自己的政权,不敢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所以这个政权还是
脱离群众冶 [7]377。

事实上,在中国的革命话语中:“苏维埃革命不仅是一场武装革命、政治革命,同时还是一种思
想革命、社会革命冶 [10]126。 因此,在整个中央苏区的革命制度建设历程中,除却党建、政权建设工
作,军事推行的主导特征对于文教工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苏区内部往往将宣传与教育相结合,
这大大提高了苏区内部民众的文化水平。 据统计,1933 年底,苏区共设有夜校 6 462 所,受教成人
达 94 517 人,尤其是“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见冶 [11]330。 民众基本素质的提高,特
别是妇女思想观念的转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求平等、求解放的宗旨。 中央苏区妇女教育水平及社
会地位的提高也很好地体现了民主性的特点。 这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表现为:“丈夫骂老婆的少,老
婆骂丈夫的反倒多起来了冶 [12]283 - 284。 然而受限于以军事推进为主导的时代背景,妇女运动受重视
程度于后期开始明显下降,特别是妇女平等问题中暴露出来的“性错乱冶问题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也
不无关联。 而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苏区妇女地位的提高,使其在后方生产与安全警戒上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例如各地在乡苏维埃政府之下,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积极推动妇女参加生
产劳动。 1934 年春耕期间,瑞金能够参加生产的妇女达到 3 104 人,仅下洲区就有 1 019 人淤。 兴
国全县参加生产的妇女更高达两万人以上于。 通过黄氏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苏区文教工作
下妇女地位的提高、群众武装组织的改造以及红军队伍宣传系统的建设都受到了军事力量推进的
极大影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们都是为军事力量主导下的苏区革命服务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对 1933—1934 年苏区制度建设过程中军事推进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 苏区军事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冶开始前后,中央苏区面临空前的困
难,无论是国民党军队的全面封锁,还是苏区内部人力、财力的持续消耗都迫使苏区的制度建设带
有浓厚的军事化色彩。 军事推行下的制度建设固然有许多弊病,但是它很好地解决了中共首先面
临的生存问题。 因此,如果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去看待苏区的革命史,我们就会发现苏区革命的推进
往往与具体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

三、革命的张力与界限:新历史观下的苏区革命史

有关中央苏区的历史研究在此前实际上已经有了深厚的积累,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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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 春耕运动在瑞京. 斗争,1934 04 07。
王首道. 模范红军家属运动. 斗争,1934 08 16。




